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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咸海的萎缩造成了举世瞩目的生态灾难。为探究咸海萎缩及其速率变化的可能原因，采用

Mann-Kendall检验法、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分析了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咸海流域降水与气温、耕地与

建设用地面积的趋势及突变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了不同时期咸海萎缩的驱动因

素。结果表明：咸海的水位显著降低了19.08 m，水面面积显著缩小了4.90×104 km2；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

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均于1960年、2008年发生显著突变，在突变时间前后，咸海萎缩速率发

生了显著变化；在咸海萎缩的各个阶段，人类活动均比气候变化对咸海萎缩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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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泊在维持生态的稳定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干旱

区[1]。中亚干旱区是全球最大的干旱区之一[2]，咸海流

域是中亚干旱区具有代表性的流域。20世纪 60年代

以来，前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大规模农垦和灌溉

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 [3]，阿姆河和锡尔河注入咸海的

水量显著减少，咸海水面面积急剧萎缩[4]，由此造成了

一系列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5]。因此，开展咸海

面积变化与气候因素、人类活动因素的关系研究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也对探索咸海生态环境问题的

解决办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于咸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资源问题及

其引起的政治问题上[6-8]，也有许多研究探讨了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对咸海面积、蓄水量的影响[9-11]，各国学

者普遍认为灌溉取水、水库蓄水等人类活动是影响咸

海长期以来变化的主要因素。目前对于近年来咸海

萎缩速率变化及其原因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

分析了咸海的变化趋势，剖析了不同时期咸海萎缩的

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咸海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提供

借鉴，决策者可针对突出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以防

止咸海生态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1 研究区概况

咸海流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与伊朗

7个国家的部分或全部领土（见图 1）。咸海流域东起

天山山脉与帕米尔高原，西抵图兰平原西部，南起

兴都库什山脉，北达哈萨克丘陵 [12]，流域面积达

到 170 万 km2。自然地理风貌上，大致南部为荒漠、绿

洲与山区，北部为草原、平原与丘陵 [8]，地貌单元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点。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与数据预处理

咸海 1945—2018年的年平均水位数据与水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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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数据从中亚水信息网（https：//www.cawater-info.net）
收集整理。咸海流域 1945—2018年逐月的降水与气

温栅格数据从 CRU TS v4.04（https：//data.ceda.ac.uk/
badc/cru/data/cru_ts/cru_ts_4.04）收集和整理，数据的

空间分辨率为 0.5°×0.5°。 CRU 数据集能较好地

描 述中亚地区的气候变化特征 [13]。所用数据经

过双线性内插法重采样处理，处理后空间分辨率为

1 000 m×1 000 m。

咸海流域 1992—2019年土地利用/覆被栅格数据

从欧空局气候变化项目产品（http：//maps.elie.ucl.ac.be/
CCI/viewer/index.php）收集整理，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300 m×300 m。所用数据参考其他学者[14]的方法进行

重分类后，按最邻近法重采样处理，处理后空间分辨

率为1 000 m×1 000 m。选择重分类后的耕地与建设用

地用于后续分析。

2.2 研究方法

2.2.1 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

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是一种可以同时检测出时

间序列均值突变和趋势变化的方法，该法中定义了由

时间序列的均值和方差计算得到的位置参数和趋势

参数[15]。选择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分析咸海水位与水

面面积、咸海流域降水、气温与土地利用面积的突变，

计算公式详见原始文献[16-18]。设置长度为20年的滑动

窗口，基于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分析窗口内的咸海水

位与水面面积、咸海流域降水、气温与土地利用面积

序列的突变。

2.2.2 Mann-Kendall（M-K）检验法

采用该方法检验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咸海流域

降水、气温与土地利用面积的趋势性。检验统计量Z

值大于0时，表示所检验序列呈上升趋势，Z值小于0时，

表示所检验序列呈下降趋势。Z的绝对值大于等于

1.64、1.96和2.58时，分别表示通过了0.10、0.05和0.01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即检验结果分别具有90%、95%与

99%的置信度。

2.2.3 多元线性回归[19]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气候因素与人

类活动因素对咸海水面面积变化的影响，选择降水与

气温两个气候因素、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两个人

类活动因素作为自变量，选择咸海水面面积作为因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用于分析的时间

序列跨度为1992—2018年。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Y = a1X1 + a2X2 + a3X3 + a4X4 + b （1）
式中：Y为min-max法 [20]标准化的咸海水面面积；X1、

X2、X3、X4分别为min-max法标准化的降水、气温、耕地

面积、建设用地面积；a1、a2、a3、a4为回归系数；b为常

数。利用膨胀系数 VIF验证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关

系，VIF<10时即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21]，利用

相关系数R验证模型，R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

果越好[22]。

3 结果与讨论

3.1 咸海水位和水面面积变化特征

3.1.1 水位

M-K检验法显示，1945—2018年咸海水位显著

降低，咸海水位 1945年为 52.78 m，2018年为 33.70 m，

降低了 19.08 m。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结果显示，咸

海水位的变化趋势分别于 1960年和 2008年发生显

著突变，因此将水位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 1945—1959年，咸海水位基本保持稳定，其多

年平均水位为 52.93 m。第二阶段 1960—2007年，咸

海多年平均水位为 43.93 m，该阶段咸海水位显著降

低，年变化率为-0.37 m/a。第三阶段 2008—2018年，

咸海多年平均水位为 34.86 m，该阶段咸海水位仍呈

显著降低趋势，年变化率为-0.17 m/a，下降速率有所

放缓。

3.1.2 水面面积

M-K检验法显示，1945—2018年，咸海水面显著

注：底图采用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制作，审图号为GS（2020）4393号，对

底图无修改。

图1 咸海流域
Fig.1 The Aral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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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咸海水面面积 1945年为 6.50万 km2，2018年为

0.70万 km2，缩小了 89.23%。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结

果显示，水面面积的变化趋势分别于 1960 年和

2008 年发生显著突变，因此将水面面积的变化划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5—1959年咸海水面面积

基本保持稳定，其多年平均水面面积为 6.61万 km2。

第二阶段 1960—2007 年咸海多年平均水面面积为

4.39万km2，该阶段咸海水面面积显著萎缩，年变化

率达到-1 171 km2/a。第三阶段2008—2018年咸海多

年平均水面面积为 0.91万 km2，该阶段咸海水面面积

仍然显著萎缩，年变化率为-304 km2/a，萎缩速率有所

放缓。

3.2 气候和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特征

3.2.1 气候变化

咸海流域1945—2019年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50.8mm，

最小年降水量 175.6 mm，最大年降水量 390.0 mm。咸

海流域年降水量在1945—2019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

M-K算法未检测到显著变化趋势。两相线性回归检

验法显示，咸海流域降水序列的变化趋势在 1945—
2019年期间无显著突变。

咸海流域1945—2019年多年平均气温为10.97℃，

最低年均气温9.00℃，最高年均气温12.49℃。M-K检

验法显示，咸海流域年均气温在 1945—2019年期间

呈显著上升的趋势。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显示，咸海

流域气温序列变化趋势在 1945—2019年期间无显著

突变。

3.2.2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M-K 检验法识别出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均在

1992—2019年期间显著增加。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

显示，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分别于 1999年和 2014年

发生显著突变，其中1992—1998年耕地面积显著大幅

增加；1999—2013年，耕地面积仍呈显著增加的趋势，

但增加趋势有所放缓；2014—2019年，耕地面积有所

减小。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趋势于 2000年发生显著

突变，2000 年之前，建设用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

2000年之后，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

3.3 咸海萎缩驱动力分析

通过对咸海水面面积变化的分析，发现水面面积

萎缩的速率于 2008 年前后有较大差异。因此，以

2008年为转折点，分析咸海萎缩速率放缓前后（即

1992—2007年与 2008—2018年两个时段）各驱动因

素对咸海水面面积变化的影响。通过对咸海流域降

水量变化的分析，发现其在研究时段内无显著趋势变

化，即降水量对咸海面积的影响可忽略，在构建多元

回归方程时将其省去。将水面面积、耕地面积、建设

用地面积、气温转化为无量纲变量，直观地展示各个

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与水面面积变化趋势之间的关

系（见图2）。

图2 标准化的咸海水面面积、土地利用面积、气温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standardized water surface area，land use area

and temperature

两时段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Y1 = 0.059X1 - 0.588X ∗
2 - 0.493∗

3 + 3.225 （2）
Y2 = 0.294X1 - 0.004X2 - 0.869X ∗

3 + 1.446 （3）
式中：Y1、Y2分别为 1992—2007年、2008—2018年的

min-max 法标准化的水面面积；X1、X2、X3 分别代表

min-max 法标准化的气温、耕地面积、建设用地面

积；上标*表示回归系数通过了 95%置信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

式（2）Y1、式（3）Y2与实际咸海水面面积之间的相

关系数R分别为 0.991、0.881，且各变量的膨胀系数均

小于10，拟合结果较好。结果表明，耕地、建设用地面

积变化对咸海面积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而降水、气

温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1992—2007年，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对咸海

水面面积变化的影响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588
与-0.493，说明随着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

咸海水面面积有所减小，咸海萎缩受耕地、建设用地

面积扩张的综合影响；各因素中，耕地面积对咸海面

积的影响相对最为显著，说明该时段内流域耕地扩

张、灌溉取水等农业生产活动是咸海面积变化的主要

驱动因素。据统计估算[23]，咸海流域20世纪末期的灌

溉面积较之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灌溉面积增长了约

1.75倍，农业作为中亚咸海地区的主要用水部门，长期

以来农业用水量约占全流域总用水量的90%，耕地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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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面积的扩张使农业取水量快速增加，大型水库和水

电站的建设使流域下游的径流量进一步减少，急剧减

少的入湖水量难以平衡湖泊的蒸发量，补给量与消耗

量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咸海的快速萎缩[7]。

2008—2018年，建设用地面积仍可显著影响咸海

水面面积的变化，回归系数为-0.869，说明随着建设用

地面积的增加，咸海水面面积有所减小；耕地面积的

减少使其对咸海水面面积的影响有所减弱，并使建设

用地面积对咸海水面面积的影响程度相对增强，这种

转变可能与耕地面积的减少和灌溉效率的提高有

关 [1]。WEGERICH等 [24]的研究显示，苏联解体后各国

进行的粮食政策改革使高耗水作物（如棉花和水稻）

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低耗水作物（如小麦）的种植面

积不断增加，因此单位面积耕地的农业灌溉水量逐渐

减少，近年来，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步较少，农业种植结

构的改变使咸海萎缩速率放缓成为可能；各因素中，

建设用地面积对咸海面积的影响相对最为显著，说明

该时段内流域工业取水、生活用水等工业生产活动与

居民生活活动是咸海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近年来咸海萎缩的速率虽已放缓，但其负面影响仍

然严重。1960年咸海水体的平均含盐量仅为10 g/L，而
2011年咸海水体的平均含盐量超过了100 g/L[25]，水体

含盐量的快速增加使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渔业遭受毁

灭性打击。咸海萎缩后露出的河床沉积了大量盐分，

盐粒与粉尘一起被大风携带到数百公里外，对咸海周

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26]。因此，缓解咸

海的生态危机与水资源危机是流域各国的责任与义

务。建议各国不断完善水资源规划管理体系，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加强国际合作，发展先进的农业节水技

术，同时注意节水型城市的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共同推动咸海治理进程。

4 结论

基于两相线性回归检验法与M-K检验法分析了

咸海水位和水面面积、咸海流域气温和降水、咸海流

域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规律，探讨了咸海

萎缩速率放缓的可能原因，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探究了 1992—2007年与 2008—2018年降水、气温、耕

地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对咸海水面面积变化的

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

总体呈显著下降趋势，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45—1959年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基本保持稳定，

1960—2007年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呈显著下降的趋

势，年变化率分别为-0.37 m/a与-1 171 km2/a，2008—
2018年咸海水位与水面面积的下降趋势有所放缓，年

变化率分别为-0.17 m/a与-304 km2/a。
（2）咸海流域年降水量在1945—2019年内基本保

持稳定，咸海流域年平均气温在1945—2019年内呈显

著的上升趋势。1992—2019年期间，流域内耕地、建

设用地面积均显著增加，其中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分

别于 1999年和 2014年发生显著突变，建设用地面积

的变化趋势于2000年发生显著突变。

（3）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对咸海水面面积变

化的影响比降水与气温的影响更加显著。1992—
2007年期间，咸海萎缩受耕地、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

综合影响；2008—2018年期间，咸海萎缩主要受建设

用地面积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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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hrinking Rate Variatio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of the Aral Sea
WANG Haoxuan1，HUANG Feng1，3，GUO Lidan2，3，ZHONG Ruisen4

（1. Colleg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3.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 Centre，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4.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The shrinking of the Aral Sea has caused an ecological disaster tha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 order to ex⁃
plore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shrinkage of the Aral Sea and its rate change，the Mann-Kendall test and the two-phase lin⁃
ear regression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 trend and mutation points of the surface area and average water level of the
Aral Sea，the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in the Aral Sea basin，and the area of cropland and built-up land.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mutational changes were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hrinkage of the Aral Sea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ter level of the Aral Sea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19.08 m. The water surface area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4.90×104 km2. The changes of the water level and the water sur⁃
face area showed obvious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both of them had significant mutational changes in 1960 and 2008. The
shrinkage rate of the Aral Sea changed significan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mutation time. In all stages of the shrinkage of the Aral
Sea，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wa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Aral Sea.
Keywords：the Aral Sea；rate of shrinkage；trend analysis；mutation detection；human activities；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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